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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从协同控制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角度，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以及财政支农在其中的

调节效应。【方法】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进

行评估，随后通过面板 Tobit 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最后分析财政支农在该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及其异

质性特征。【结果】中国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呈波浪式上升趋势，粮食主销区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相对较高，粮食主产区农

业碳排放双控水平相对较低；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财政支农在该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粮

食主销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财政支农的调节效应也更强。【结论】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农

业碳排放双控的促进作用，同时因地制宜提高财政支农水平，高效助力农业低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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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ual control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nd inten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in this process.【Metho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1, 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ual control leve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Then, the panel Tobit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dual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Finally, the regulatory 

effect and heterogeneit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in this impact were analyzed. 【Result】 The double 

control leve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 shows a wave-like upward trend, the double control leve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 the main grain sales areas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double control leve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is relatively low.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ual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in this impact; In the main grain-selling areas,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more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the dual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is also stronger. 【Conclusion】 To fully leverage the promotional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control, and at the same time, appropriately enhance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to efficiently 

assist in low-carb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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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碳排放双控是指协同控制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是中国科学有序推进碳减排的制度创新，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农业碳减

排是中国碳减排的重要领域。在碳排放双控背景下，实现农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协同控制（农业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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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控）将成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数字技术

向农业领域渗透，为实现农业碳排放双控提供了契机。针对数字经济能否显著促进农业碳排放双控，财政

支农能否增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正向影响问题进行研究，对于促进农业低碳发展具有积极价值。 

农业碳减排的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于农业碳排放的衡量方式、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在衡量方式

上，已有研究主要从耕地利用、化学用品投入和能源消耗等方面对农业碳排放总量进行评估[1]。另有学者

使用单位农业产值的碳排放量来度量农业碳排放强度[2-3]，还有学者使用 SBM 模型测算农业碳排放效率[4]。

在演变特征方面，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呈下降趋势但存在波动[5]，农业碳排放强度表现出

逐年下降态势[1]。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探讨了基础设施水平[6]、自然灾害状况[7]、农业机械化水平[8]、

财政支农[9]、城镇化[10]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有研究认为财政支农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11]。此外，

数字经济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也受到了关注。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业碳减排[7]，而且具有溢出

效应[12]。部分学者证实了农业规模化经营[13]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14]是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碳减排的

重要机制。此外，有研究发现，与畜牧业相比，数字经济对种植业碳排放的抑制效应更强[15]。随着研究的

进展，农业碳吸收的特殊属性引起了学者们[16]的关注。虽然农业具有碳吸收的重要价值，但是考虑到其与

农业碳排放的差异性且农业碳吸收测算具有较大难度，因此本研究没有把其纳入研究对象之中。 

数字经济和农业碳排放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拓展空间。第一，随着碳排放双控重

视程度提升，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亟待量化评估。第二，数字经济是否能够促进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的提

升，需要实证检验。第三，财政支农的调节效应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研究尝试测度中国省级层面

的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应，并探讨财政支农的调节效应。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影响 

农业碳排放总量指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总量[3]，农业碳排放强度反映单位农业产值的碳排放

量[2]。农业碳排放双控是指协同控制农业碳排放总量和农业碳排放强度，它强调既要控制农业碳排放总量，

又要控制农业碳排放强度。单方面控制农业碳排放总量或农业碳排放强度并不能代表农业碳排放双控。构

建农业碳排放双控新概念，对推动农业绿色转型、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形态[13]。实现农业碳排放双控离不开数字经济的助力。首先，

数字经济在控制农业碳排放总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数字技术本身具有绿色属性，它为农业低碳生产提

供了技术支持[17]。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精准施肥、智能灌溉和病虫害

防治，从而避免了因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而造成的土壤固碳能力降低[18]。数字技术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

等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19]，优化了资源利用方式，从而降低了农业

碳排放总量。数字经济还推动了农产品供应链的升级[20]。传统供应链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流通环节烦琐等问

题，数字经济则通过构建电商平台、物流配送网络和在线支付系统等，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升了

供应链透明度，从而减少了中间环节的碳排放。其次，数字经济在控制农业碳排放强度方面也产生了显著

的正向效应。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加速了传统农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一转型不仅降低了农

业碳排放总量[21]，还促进了农产品的提质增产[22]。由于农业碳排放强度反映单位农业产值的碳排放量[2]，

因此数字经济在控制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同时，也显著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从而推动了农业碳排放双控

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H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业碳排放双控。 

1.2 财政支农对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双控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主要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追求效率和创新的经济形态，而财政支农则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

代表着政府力量。财政支农通过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技术创新及强化劳动力培训等措施[23]，

增强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促进作用。首先，财政支农可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建设[24]，

为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奠定基础。财政资金的投入有效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状况和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而显著提升了数字技术应用的可行性。物联网技术推动了农业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测



与精准管理，为农业数字化转型及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其次，财政支农通过支持农业技术研发，

推动了智能农机等数字化产品的创新与应用[25]。同时，财政支农促进了降碳技术的推广，为精准农业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再次，财政支农通过强化农业从业人员培训，增强其对农业低碳技术的接受度和应用

能力，从而为农业低碳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24]。综上所述，财政支农不仅直接促进了农业低碳发展和产

值提升，还通过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农业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在扩大农业经济总量的同时，

降低了农业碳排放。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2： 

H2：财政支农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促进作用。 

2.研究设计 

2.1 变量说明 

2.1.1被解释变量：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 

本研究以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具体衡量指标见表 1。本研究以农业碳排放总量降

速体现农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程度，以农业碳排放强度降速体现农业碳排放强度控制程度，并采用熵值法测

算综合水平。农业碳排放总量降速越大说明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控制效果越好，农业碳排放强度降速越大说

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控制效果越好。 

表 1 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的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dual control leve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一级指标 

First-order index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ex 

权重 

Weight 

属性 

Types 

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 

Double control leve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农业碳排放总量降速 

The decline rate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0.450 + 

农业碳排放强度降速 

The decline rate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0.550 + 

 

（1）农业碳排放总量测算 

目前学术界测度农业碳排放总量比较权威的方法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

碳排放系数法[1]，因此，本研究采用该方法进行测度。参考相关文献[26]，本研究的农业碳排放总量专指狭

义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含畜禽养殖碳排放）。由于农资的生产与使用会产生碳排

放，灌溉、翻耕等活动会耗费能源，因此碳源物资包括农药、化肥、农用柴油和农膜，碳源活动包括土地

灌溉和翻耕[9]。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测算公式如下： 

𝐴𝐶𝐸 = ∑ 𝐴𝐶𝐸𝑖 = ∑(𝑇𝑖 × 𝑄𝑖)                          (1) 

式中:ACE表示农业碳排放总量；𝐴𝐶𝐸𝑖表示第 i种碳源的碳排放量；𝑇𝑖表示第 i种碳源的量；𝑄𝑖表示第

i种碳源的碳排放系数。 

（2）农业碳排放强度测算 

本研究采用单位农业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量来测度农业碳排放强度[2]。测算公式如下: 

𝐴𝐶𝐸𝐼 = 𝐴𝐶𝐸/𝐴𝐺𝐷𝑃                             (2) 

式中：ACEI表示农业碳排放强度；AGDP表示农业生产总值。 

（3）熵值法 

将收集整理的数据分别按公式（3）进行标准化处理。 

𝑋𝑖𝑗 = [
𝑋𝑖𝑗−min(𝑋𝑖𝑗)

max(𝑋𝑖𝑗)−min(𝑋𝑖𝑗)
] × 100%            (正维度指标)      (3) 

式中：𝑋𝑖𝑗代表指标 j在地区 i的值（i，...，n；j=1，...，n）；min(𝑋𝑖𝑗)和max(𝑋𝑖𝑗)是指标𝑋𝑖𝑗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为了避免ln(𝑃𝑖𝑗)不存在，将标准化后的数进行平移，同时加上 0.000 1[13]，如式（4）-（5）。 

𝑋𝑖𝑗
∗ = 𝑋𝑖𝑗 + 0.000 1                                   (4)                       

𝑃𝑖𝑗 = 𝑋𝑖𝑗
∗ ∑ 𝑋𝑖𝑗

∗𝑛
𝑖=1⁄                                     (5) 

在此基础上，根据式（6）计算指标 j的熵： 

𝑒𝑗 = −𝐾 ∑ 𝑃𝑖𝑗
𝑛
𝑖=1 × ln 𝑃𝑖𝑗                                (6) 

式中：常数 K的大小取决于样本容量 n，𝐾 = 1 𝑙𝑛(𝑛)⁄ ，0 < 𝑒𝑗 < 1 。接着计算第 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𝑑𝑗 =

1 − 𝑒𝑗，再计算熵的权重[13]，见式（7）： 

𝑊𝑗 = 𝑑𝑗 ∑ 𝑑𝑗
𝑚
𝑖=1⁄                                     (7) 

最后，根据式（8）计算综合指数𝑍𝑖𝑗： 

𝑍𝑖𝑗 = ∑ 𝑋𝑖𝑗 × 𝑊𝑗
𝑛,𝑚
𝑖=1,𝑗=1                                  (8) 

2.1.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 

本研究借鉴相关文献[27]研究，从以下 3 个维度 14 个细分指标来综合衡量数字经济（见表 2）。依据构

建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中国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表 2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Table 2 Digital economy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 

First-order 

index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ex 

三级指标 

Tertiary index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数字基础设施水

平 

Digital 

infrastructure level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Internet broadband access per 104 people /104 households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人-1） 

Mobile phone penetration rate /(units•people -1) 

每万人拥有网页数/万个 

Web pages per 104 people /104unit 

长途光缆长度/国土面积/（公里-1） 

Long-distance cable length/land area /(km-1) 

数字产业化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软件业务收入/GDP/% 

Software revenue /GDP /% 

每万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人 

Employment i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per 104 urban units /person 

数字化应用 

Digital application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元•人-1） 

E-commerce sales per capita /(yuan•person-1) 

参与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例/% 

Propor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e-commerce transactions /% 

人均快递业务收入/（元•人-1） 

Per capita express business income /(yuan•person-1) 

 

2.1.3调节变量：财政支农 

财政支农使用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 GDP 比例来衡量[28]。 

2.1.4控制变量 

农业碳排放双控还可能受基础设施水平、自然灾害状况、农业机械化水平、环境规制、城镇化、农业



种植结构和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等因素影响。本研究采用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的几何均值与国土面积

之比来衡量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水平。选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衡量自然灾害状况。

采用每单位农作物种植面积所消耗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评估农用机械化水平。选择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

占 GDP 比例来测度环境规制水平。采用各省份年末城镇人口规模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城镇化水平。采用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的比例来衡量农业种植结构。采用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与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的比值衡量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 

2.2 模型构建 

2.2.1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介于 0~1 之间，因此，本研究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29]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碳

排放双控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𝐷𝐶𝐶𝐸𝑖𝑡 = 𝛼0 + 𝛼1𝑙𝑛𝐷𝑖𝑡 + 𝛼𝑗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𝑡 + 𝜀𝑖𝑡               (9) 

式中：i表示城市；t代表时间；DCCE 表示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D 表示数字经济；𝛼1表示数字经济

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果，若该系数值大于 0，则表示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

Control 表示一组可能影响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其他控制变量；𝛼j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𝛼0代表常数项；𝜀it表

示随机误差项。 

2.2.2调节效应模型 

为探究在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双控的过程中，财政支农是否发挥调节效应，本研究设计如下模型： 
𝐷𝐶𝐶𝐸𝑖𝑡 = 𝜂0 + 𝜂1𝑙𝑛𝐷𝑖𝑡 + 𝜂2𝑙𝑛𝐷𝑖𝑡 × 𝑙𝑛𝐹𝑖𝑡 + 𝜂𝑗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𝑡 + 𝜀𝑖𝑡         (10) 

式中：F 是本研究的调节变量，表示财政支农，其他变量含义与前文一致。如果系数𝜂2在选定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则表明财政支农的调节效应显著，说明财政支农在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双控中起调节作

用。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为 2013—2021 中国 30 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其中，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开数据，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本研究对数字经济和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3.结果分析 

本节首先分析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演变趋势，接着考察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

应，最后检验财政支农在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双控中的调节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特征。 

3.1 农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变化特征 

2013—2021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农业碳排放总量及其强度的均值变化如图 1 所示。全国农业碳排放总

量于 2015 年达到峰值 475.232 万吨，此后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至 2021 年降至 429.139 万吨，累计降幅达

9.70%。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来看，2013 年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处于最高值 0.291 吨/万元。在此之

后，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到 2021 年降至 0.199 吨/万元，年均降幅为 3.952 %。 

 

图 1 农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变化趋势（2013-2021） 

Fig.1 Trends in the total amount and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2013-2021) 



3.2 基准回归分析 

本研究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列（1）所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影响系数值为 0.093，且通

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由此，H1 得到验证。 

为提高实证结论的可信度，本研究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滞后检验。考虑到当期数字

经济发展可能会对下一期的数字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提高当期的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

对下一期的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也可能存在促进作用，因此将原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重

新进行估计。第二，缩尾处理。为了避免极端离群值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对数字经济、农业碳排放双

控以及控制变量均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并再次进行回归。第三，剔除直辖市。考虑到中国直辖市（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的经济体量、产业结构和数字化水平明显区别于其他省份，因此本研究对这 4 个

直辖市样本进行剔除，重新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影响。表 3 第（2）—（4）列结果显示，核

心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及符号均未发生明显变化，由此表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3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1)基准回归 

Baseline 

regression 

(2)滞后检验 

Lag test 

(3)缩尾处理 

Tail reduction 

treatment 

(4)去除 4 个直辖

市 

Remove four 

municipalities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0.093***  0.095*** 0.107*** 

(0.020)  (0.018) (0.020) 

数字经济滞后一

期 

The lagging perio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0.105***   

 (0.022)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0.552*** 0.562*** 0.549*** 0.559*** 

(0.033) (0.034) (0.029) (0.031) 

样本量 

Sample size 
270 240 270 234 

Log likelihood 340.977 299.515 372.908 318.393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Note: *, ** and *** are significant at the level of 10%, 5% and 1% respectively. The standard error corresponding to the 

coefficient is in parentheses.The same as below. 

3.3 内生性分析 

考虑到数字经济与农业碳排放双控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4 所示。本研究选择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并通过了 1 %的置信水平检验。表 4

第（3）列和第（4）列是引入农业碳排放双控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后，分别使用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进行回归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的系数值均通过了 1 %的置信水平检验，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保

持一致。 

表 4 内生性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end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工具变量回归 差分 GMM 系统 GMM 



Variable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Differential GMM System GMM 

(1)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2)农业碳排放双控 

Dual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3)农业碳排放双

控 

Dual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4)农业碳排放双

控 

Dual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农业碳排放双控

滞后一期 

The lagging 

period of dual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0.056 0.257* 

  (0.080) (0.144) 

数字经济滞后一

期 

The lagging 

perio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0.849***    

(0.015)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0.109*** 0.167*** 0.258*** 

 (0.023) (0.064) (0.099)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0.066*** 0.561***  0.513*** 

(0.023) (0.031)  (0.116) 

样本量 

Sample size 
240 240 210 240 

R2 0.986 0.235   

AR(2)   0.740 0.727 

Sargen   0.105 0.682 

 

3.4 调节效应分析 

财政支农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其中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列（2）是在列（1）的基础

上增加了数字经济与财政支农交互项之后的回归结果。该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财政支农交互项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财政支农在二者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财政支农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农业碳

排放双控的促进作用越强。财政支农能够为农业科技创新和低碳生产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从而为数字经

济提升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H2 得到验证。 

表 5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moderation effect analysis 

变量 

Variable 

农业碳排放双控 

Dual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1) (2)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0.090*** 0.091*** 

(0.020) (0.019) 

财政支农 

Financial support in 

0.024 0.010 

(0.019) (0.020) 



agriculture 

数字经济*财政支农 

Digital economy*Financial 

support in agriculture 

 0.038* 

 
(0.020)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0.553*** 0.563*** 

(0.032) (0.032) 

样本量 

Sample size 
270 270 

Log likelihood 341.760 343.654 

 

3.5 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结果如表 6 所示，其中，列（1）—（3）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各

区域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可能的原因是，粮食主销区通常面临更为

严峻的土地资源约束，这促使地方政府和农业经营者更加注重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因此，数字经

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而粮食主产区受制于生产模式的路径依赖、较高的转型成本以

及政策资源向保障粮食产量倾斜，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相对较弱。 

表 6 列（4）—（6）为财政支农调节效应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交互项系数分别

为 0.086、0.220，均显著为正，且主销区系数显著高于主产区；而产销平衡区系数为 0.006，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财政支农的调节效应在粮食主销区最强。主要原因在于：在粮食主销区，财政支农的技术效

率与规模效率较高[30]，其能够为农业数字化转型和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表 6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Variable 

(1)粮食主产

区 

Major grain 

producing 

(2)粮食主销

区 

Major grain 

consumption 

(3)产销平衡区 

Production-

Sales Balance 

(4)粮食主

产区 

Major 

grain 

producing 

(5)粮食主销

区 

Major grain 

consumption 

(6)产销平衡区 

Production-Sales 

Balance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0.083*** 0.144** 0.130*** 0.086*** 0.331*** 0.122*** 

(0.027) (0.060) (0.032) (0.027) (0.088) (0.036) 

财政支农 

Financial support in 

agriculture 

   -0.043 -0.047 0.016 

   (0.038) (0.078) (0.030) 

数字经济*财政支

农 

Digital 

economy*Financial 

support in 

agriculture 

   0.089** 0.220*** 0.006 

   (0.045) (0.080) (0.042)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0.564*** 0.735*** 0.539*** 0.600*** 1.024*** 0.525*** 

(0.052) (0.120) (0.063) (0.055) (0.187) (0.072) 

样本量 117 63 90 117 63 90 



Sample size 

Log likelihood 168.670 76.776 117.836 170.679 80.378 117.993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 2013—2021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并实证分析了数

字经济、财政支农和农业碳排放双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

趋势，区域差异显著。其中，粮食主销区最高，产销平衡区次之，粮食主产区则相对较低。本研究与现有

的农业碳排放相关研究[1不同，本研究构建了农业碳排放双控这一新概念，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2）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农业碳排放双控水平。本研究与李俊杰等[13]的研究重点不同，他们探讨的是数字

经济与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关系，而本研究探讨的是数字经济与农业碳排放双控的关系。在国家重视碳排放

双控的背景下，本研究更有现实意义。3）财政支农对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碳排放双控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

一发现与陈卫洪等[25]关于财政支农能够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农业气候韧性积极影响的结论相呼应，从而进

一步验证了财政支农在农业绿色发展中的助推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促

进作用呈现出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的差异特征，财政支农的调节效应在粮食主销区更强。

这一结果为政府部门制定差异化政策以赋能农业碳排放双控提供了依据。 

4.2 对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农业碳排放双控的顶层设计。构建农业碳排放

双控监测与评估体系。建立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和粮食主产区之间的农业碳减排合作机制，实现区域

间碳排放双控水平的均衡提升。第二，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双控的促进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

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鼓励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生产环节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助

力农业低碳发展。第三，强化财政支农与数字经济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加大对农

业碳减排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加强对农业从业人员的数字化技能培训，提升其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和应

用能力。第四，实施区域差异化财政支农方式。加大对粮食主销区农业低碳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充

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粮食主产区农业企业和农户采用低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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